集體協商
一、前言

目前存在於台灣國內，具有法律上意義的集體協商，只出現在個別企業或廠場的層次，並未有更上層、甚至全國級的集體協商存在，職業別的團體協約則事實上存在於不同的脈絡之下；全國總工會與全國工業總會及全國商業總會雖每年依然儀式性的進行某種程度的協商，但一方面這些團體是否具備法律上的協約能力，也就是能否作為簽訂團體協約之當事人，其法律上的適格問題仍有相當疑義，至少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一向採取否定的態度，再者，由於這些全國性團體下的會員工會或企業涵蓋並不同一，並未形成一法律上清晰的協約區域及指涉適用對象，因此團體協約的效力作用上亦有困難，而其議題多半侷限於如基本工資之特殊焦點，至少就本國籍的受僱者而言，如此的集體協商所談判出來的團體協約亦無實際意義，因此不在本章集體協商部份的討論範圍。觀察我國現有的集體協商制度，約有廠場或企業層次的團體協約及勞資會議兩種型態。

二、團體協約

1.統計

首先，讓我們觀察近三年來、即至1999年年底為止，有關國內簽訂團體協約的統計數字：

	團體協約簽訂
	公營產業
	民營產業
	公營職業
	民營職業
	總計

	1997年底
	121
	172
	-
	4
	297

	1998年底
	122
	174
	-
	4
	300

	1999年第一季
	118
	173
	-
	4
	295

	1999年第二季
	121
	173
	-
	4
	298

	1999年第三季
	123
	174
	-
	4
	301

	1999年第四季
	123
	174
	-
	4
	301

	1999/1998年比較
	0.82%
	0.00%
	0.00%
	0.00%
	0.3%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委會編印，勞動統計月報，2000年2月

我們可以觀察到，作為理論上勞資雙方重要協商形式的團體協約，在我國的實踐上，至少就簽訂的數目而言，並不具備重要意義，也就是就量的面向來說，團體協約並不是規範我國勞動生活的一項主要的法律媒介，雖然這裡沒有指出全國約三百件的團體協約究竟涵蓋多少受僱者，但團體協約既絕大多數皆屬所謂的企業/家庭團體協約（Firmen-, Haustarifvertrag）（職業別的團體協約比例上只佔1.3%），則每年約三百件的簽訂量之比台灣國內數十萬家的企業，可見其份量之微小與不具結構性意義的事實；其次，不但近三年來的團體協約簽訂數目幾無任何增長（增加率不及1%，甚至經常有減少的現象，恐怕是有效期限屆滿而未再或未及續訂），假如再把觀察拉到從1989到1999的十一年間的比較，其團體協約數字的演進是346、289、302、306、292、296、287、289、297、300及301，可見邁入九十年代的台灣，團體協約簽訂的數字急遽下降後（減少近20%），即大致穩定在三百件左右上下，足見數年來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的推行簽訂團體協約工作（假如有列為工作重點的話），幾無任何成效可言，不進反退。另外一個很有趣的觀察是，在1991年第四季以前，台灣的團體協約幾乎都是在公營企業中所簽訂，如1989年的346件（比例100%）、1990年的289件（比例100%）、1991年的302件（100%），而以1991年為界，之後的民營企業中的團體協約由數目零而暴增，無端跑出190件，爾後穩定維持在175至190件之間，而公營產業的團體協約也突然暴減，開始穩定保持在115到125 件之間，也就是說，比例上有六成的公營事業團體協約突然在1991年後變為民營企業的團體協約，亦即團體協約的總數約略不變，卻由公營產業獨享而急速演變為公營四成、民營六成。一個合理的推斷是：這些所謂民營團體協約的突然降臨台灣土地，應與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的一波公營事業民營化有關，換言之，事實上團體協約根本就是公部門依法行事中才可能出現的產物，台灣的民營企業中少見團體協商的進行，乃至團體協約的簽訂；假如團體協約的簽訂，某個程度上反映企業內外勞資雙方的權力關係時，我們必須嚴密注意一個現象：在一私有財產的台灣資本主義體制中，私有企業中幾乎難見團體協約的出現。

2.團體協約的內容

另一個問題是：在質的面向上來看，台灣已經出現的團體協約，究竟碰觸到勞資雙方什麼樣的權利義務？是否如某些觀察者所言（如黃程貫，勞動法，台北，1997），台灣的團體協約常只是原封不動的將勞基法或其他法令的規定搬上去而已呢？就西方國家行之有年的團體協約實務而言，有意義的團體協約應包含某些具體的內容，例如工資數額、薪級、勞動條件（解僱預告期間、試用期間、每週工時的長短及分配、三班制、休假、提前退休、在職進修、企業合理化措施的保護）等，也就是在法律保障的最低基礎上（如我國勞基法中的強行規定），進一步由勞資雙方做更優於法律規範的約定。讓我們來觀察實務上出現的團體協約實況：以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資方與產業工會所簽訂的團體協約為例，其內容共分總則、倫理與共識、工會活動、工資、工作時間、例休假與請假、僱用調職與解僱、調動考核與升遷、福利與教育、安全衛生與職業災害、退休資遣與撫恤、勞資會議與勞資溝通、勞資爭議與協調處理等章，條文雖僅有短短的五十八條，卻看似規範內容廣泛，詳視其內容，我們可看出幾個特殊的現象：

1. 大部份的規定只是重述應依法律規定辦理的原則，有些則繁複的再列舉法律中的一些具體內容，這類常見於如總則、工時、休假、解僱、福利、工安等； 

2. 許多的條文甚至直接規定「依資方頒佈之某某辦法要點辦理」，這特別出現在幾項傳統上團體協約的目標焦點，如工資、工作時間的分配、調動與考核、退休資遣與撫恤等； 

3. 這份團體協約中特別強調勞資和諧的基本原則與精神，如前言，以及第二章的倫理與共識； 

4. 整本團體協約中篇幅最多的，應是第三章的工會活動（第11條至第24條）及第五、六章的工時及休請假規定（第27條至第34條），後者其實只是不斷的強調「業務的特殊性」，並覆誦許多的法律規定，前者雖然規定詳盡，內容又無非工會法中有關工會活動的一些具體措施。

也就是說，以台北大眾捷運公司勞資雙方所簽訂的團體協約為例，事實上未超脫法律規範的最低基準，亦無看到有關勞方具體參與某些重要事項之決定，又沒有直接針對團體協約核心事項（工資、重要勞動條件）有所協商與結論，是以在質的方面，假如這份團體協約具有一定程度之代表性的話，台灣的團體協約實務仍與理想的集體協商有不小的差距，與學理上所謂第三世界國家虛假的團體協商情況相去不遠。中華民國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在去年提出一份經密集討論、在各工會方面已獲有相當共識的團體協約草案，接下來並準備進行與銀行業各企業資方的協商工作；在這份草案中，有相當多的條款是直接處理傳統團體協約的核心內容，而且有別於台北大眾捷運公司之團體協約，銀行員工會全聯會的草案在這些重要條款上都顯現出「主動介入、平等協商、共同決定」的精神及色彩，究其實質面向而言，已接近西方先進國家勞資地位對等的團體協約內容，這些條款包括：資方僱用、調職與解僱時，工會的同意權、優先權與資訊權〈第九條以下〉；工會對某些工時事項的共同決定權或同意權〈第二十二條以下〉；有關工資、獎金及薪級考核制度事項，工會的協商權及會員特殊保障等〈第三十一條以下〉。這份團體協約草案雖仍有待銀行業勞資雙方的角力關係決定，但其內容之進步、工會之積極意識及目標，皆值肯定，足稱為去年我國團體協約實務上一項令人引領企盼的事件。

三、勞資會議

1.勞委會眼中的理想勞資協商機制？

從內政部於七十四年五月正式發布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以來，這個在事業單位內（也就是在企業廠場層級）進行勞資平等對話的所謂勞資會議，便成為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的新寵，即便宣傳上不說欲取代團體協約，事實上卻將之列為工作的重點，我們可以從一些蛛絲馬跡中看出：在官方的中華民國介紹概況上，將勞資會議列為一能達成「勞雇同心、共存雙贏」目標下的勞資合作制度，而1997年10月行政院長巡視勞委會的講話中，清楚的指明「協助辦好勞資會議，加強勞資雙方意見溝通與鼓勵員工參與」，是他對勞委會的重要期許，如此一來，以勞資會議、而非團體協約為核心的所謂勞資協議制，在主管機關的任務界定上獲得了最高的評價，勞資會議被視為「現階段推展勞資合作及勞工參與最基本之運作機制」（勞委會網站活動訊息與報導），不但積極推廣，甚至開始做強迫性的推銷（如希望在「上市上櫃審查準則」中，明定未開勞資會議之企業將不會被准許上市上櫃），影響所及，連總統候選人的勞動政策主張中（宋楚瑜跨世紀政策綱領經貿政策篇），隻字未提團體協約的，也一眛附合主管機關的說法，將「強化勞資會議之功能」列為強化勞工集體議價力的重要手段。

2.統計

還是讓我們先從統計數字上來看勞資會議的推廣成效：

	　
	公營產業
	民營產業
	總計

	1997年底
	451
	562
	1013

	1998年底
	491
	561
	1052

	1999年第一季
	498
	603
	1101

	1999年第二季
	514
	626
	1140

	1999年第三季
	528
	671
	1199

	1999年第四季
	547
	749
	1296

	1999/1998年比較
	11.41%
	33.51%
	23%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委會編印，勞動統計月報，2000年2月

與前述團體協約很不同的是，台灣的勞資會議在數目上，的確有比較大的進展，就以近三年的情形來看，民營事業增設的比例提高超過三成，而總的提高比例接近四分之一，其實已見其推廣成效；假如我們再拉到1989至今的發展，更可看到絕對數字上的進步，由835（1989）、806（1990）、851（1991）、932（1992）、970（1993）、980（1994）、994（1995）、1011（1996）直到去年底的近1300。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則是民營企業中增設勞資會議的進展，七年內幾增加一倍（相對於公營事業的穩定），足見勞委會的確在推廣工作上有其具體成效，值得肯定。雖然成立勞資會議之企業數相較於國內之企業數而言，仍屬杯水車薪，但就一勞資交換意見的機制來說，至少是一可以肯定的努力方向。

3.勞資會議的內容

可能比較重要的問題是：勞資會議究竟能談些什麼？到底能決定出什麼？也就是說：作為一官方眼中最理想的勞資協商機制，勞資會議究竟要協商出什麼？

勞資會議的目的，在勞動基準法第83條中規定的很清楚，也就是要「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提高工作效率」，換言之，在一勞雇合作、而非妥適滿足雙方利益的前提下，勞資會議可以談任何的議題，包括所謂的「勞工動態、生產計畫及業務概況、勞動條件、勞工福利籌劃事項、提高工作效率事項」等，也就是綜合一切「關於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的事項」（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3條）。就議題的涵蓋面來說，勞資會議所能夠處理的客體已遠超過團體協約的範圍，有些甚至直接涉及資方的企業經營與管理，這也就是為什麼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一直自豪並對勞資會議寄予厚望的原因。

規範與實踐面的嚴重落差，是一個經常出現於我國勞動法制的一個普遍現象，目前對於勞資會議雖無一比較清晰而明確的經驗研究，但從一般對之多採消極而效果不彰的評價，再觀之空間場域事實上重疊（皆為企業廠場）的團體協約並未發生結構性的意義及影響來看，勞資會議恐怕並未具備一真正作為集體協商機制的作用及效力。在分析上，我國的勞資會議制度有一致命的缺陷，因為比擬其他國家的類似制度，例如德國的企業組織法（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都必須採取與團體協約法截然不同的規範方式，也就是說，團體協約法制主要規範它的效力問題，其他從簡，但類似勞資會議法或企業組織法的直接就單一企業或廠場做規範，由於在這個空間關係內，資方顯然具有絕對優勢，因此為了使勞方的所謂「協商行為」真正發揮作用，就必須在法制的設計上採取鉅細靡遺，無論是協商的客體、方式、程度、效力等內容，都詳盡規定、甚至直接列舉的方式，同時在前提上，直接作出一包含不同層級之協商類型的原則決定（如勞方的資訊權、聽證權、表達意見權，乃至真正的共同決定權、甚至單方的否決權），如此才能真正促使企業廠場內集體協商的實現。就此角度而言，行政院勞委會所頒佈的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不但還停留在行政命令的低位階，亦根本無法就協商的客體、協商結果的效力等核心內容做有任何的規範，在此法制基礎的不完備下，勞資會議的成效不彰恐為必然的結果。

四、1999年台灣的勞資集體協商 - 結論

1. 台灣的集體協商仍停留在個別企業廠場的層次；主要有團體協約及勞資會議兩種形式； 

2. 台灣一年公民營事業所簽訂的團體協約，十年來皆穩定維持在三百件左右，1999年亦然，並無出現團體協約制度有明顯受重視或有積極推動的趨勢。已簽訂的團體協約多半重複勞方依法便原始擁有的權利義務，並未就工資與勞動條件等重要事項有所協商與決定； 

3. 勞資會議是行政院勞委會所積極推動的勞資協商制度，在組成的量上也有明確的增長，無論公民營事業皆然，在1999年的四季中，即有近20%的明顯成長；但勞資會議並未成為有意義的勞資協商機制，一方面因為沒有明確而詳盡的法律規範，另一方面由於企業廠場內資方獨大的權力關係，並未容許一真正協商之組織氣候的出現。

